
族群关系的协商
———新西兰的社会契约与二元文化主义

丁 玫

内容提要　 本文采用人类学的视角，结合文献研究，认为新西兰政府与毛利人签订

的《怀唐伊条约》（Ｗａｉｔａｎｇｉ Ｔｒｅａｔｙ）以及相应的二元文化主义政策，对处理好双方关系起

到了良好的作用。 在殖民背景下签订的条约通常是不平等的条款，在反殖民主义和民族

独立的运动中，这种不平等条约都要废止。 然而，新西兰的情况例外，《怀唐伊条约》不但

没有被废除，反而成为新西兰独立后的立国之本。 本文站在毛利人的立场，探讨其中的原

因，分析这种社会契约的作用。
关 键 词　 《怀唐伊条约》　 社会契约理论　 二元文化主义　 族群关系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反殖民主义浪潮促使很多前殖民地国家重新思考其国内的族群关系，例如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为了协调国内的欧洲移民后裔与土著群体、少数族群之间的关系，以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代表的国家都采纳了多元文化主义。 多元文化主义的内涵并非同质，
而是在每个国家的具体语境中有不同的实践。 本文以新西兰为例，从毛利人的本土视角出发，讨论

在英国殖民时期所签订的《怀唐伊条约》在后殖民主义时期被接纳和沿用的原因，分析这项契约对

当代新西兰国内族群关系（即二元文化主义）起到的调节和促进作用。

一、新西兰族群关系协商的基础

新西兰（毛利语：Ａｏｔｅａｒｏａ，英语：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通常被认为是族群关系最和谐的国家之一。 除了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和 ６０ 年代的战争，２０ 世纪以后，新西兰国内基本没有产生严重的族群冲突。 新西兰国

内有多个族群，包括毛利人（Ｍａｏｒｉ）、欧洲移民后裔（Ｐａｋｅｈａ）、太平洋岛国居民（Ｐａｓｉｆｉｋａ）以及人口逐

渐增长的亚洲移民（Ａｓｉａ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相对和谐的族群关系主要源自新西兰政府（ｔｈｅ Ｃｒｏｗｎ 同时指历

史上的英国皇室）和毛利人之间的不断协商。 新西兰政府（ｔｈｅ Ｃｒｏｗｎ）比较重视由殖民历史所导致的

毛利人生存现状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让毛利人感受到作为土著居民所享有的尊严和权利。 同时，新
西兰政府对毛利人权益的保护，进一步促使国内其他边缘群体，包括亚洲移民、穆斯林群体的权益得

到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由于欧洲移民后裔的族群中心主义所产生的问题。
殖民政府与原住民签订的条约通常是不平等条约，在反帝反殖、民族独立运动中，这样的不平

等条约理应被废止。 然而，新西兰的案例较为特殊，《怀唐伊条约》不但没有被废除，反而成为新西

兰独立之后所遵循的立国宪法。 在毛利人的主动参与和推动之下，欧洲移民后裔和新西兰政府最

终同意承认《怀唐伊条约》（Ｗａｉｔａｎｇｉ Ｔｒｅａｔｙ）作为立国之本。
《怀唐伊条约》签订于 １８４０ 年，由当时的英国皇室（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ｎ）与大约 ５００ 位毛利酋长共同签

署。 在 １９ 世纪中叶，随着英国在新西兰的移民数量的增加，移民与土著毛利居民之间的土地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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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渐激烈，为了维护英国移民的利益，并通过获取土地权力对新西兰进行殖民，①《怀唐伊条约》应
运而生，其主要目的在于将新西兰纳入英国管控范围之中。 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
毛利酋长同意将新西兰的主权（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转交给英国皇室；第二，英国皇室同意毛利酋长按照其

意愿，保留对原有的土地、森林、渔猎等的使用权，为了确保毛利人不会被第三方移民群体榨取利

益，如果酋长意愿卖掉其使用权，则只能卖给英国皇室；第三，英国皇室给予毛利人英国属民身份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然而，《怀唐伊条约》的原文是英文，除了有多种版本以外，条约还缺少完善的毛

利语翻译版。 毛利酋长在签约之时，很多人是在英文版本上签的字，由于语言的局限性，导致酋长

对条约中的内容并不了解。 目前，对于《怀唐伊条约》的主要争议就出现在两种语言、文化对诸多

条约内容的理解分歧上，以及由此造成的权力不对等问题，特别是关于“主权”（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概念的

不同理解。 既然《怀唐伊条约》的产生具有明显的殖民色彩，为什么它还能成为当代新西兰社会毛

利人与欧洲移民后裔之间共识的基础？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国际去殖民化浪潮中，新西兰逐渐摆脱殖民地位，与此同时，主要的资本主

义国家为了缓和历史上的种族和族群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多元文化主义。 然

而，毛利人在目睹了邻国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给土著居民带来的负面影响后，敦促新西兰政府

根据《怀唐伊条约》的约定，呼吁建立欧洲移民后裔与毛利人之间的对等地位。② 毛利人为此不断

与政府协商，努力争取自身权利，为《怀唐伊条约》赋予新含义：契约所体现的二元文化主义，保证

毛利人作为新西兰土著民族的利益和尊严；采用毛利人的文化观，与欧洲后裔和其他移民群体建立

“亲属关系”，促进相对平等与和谐的族群关系。 虽然二元文化主义代替了多元文化主义，但它本

身并不完美，在实施过程中不能真正惠及毛利人群体。

二、族群、标识与后殖民社会

当下多 数 主 要 发 达 国 家 在 处 理 族 群 关 系 时， 都 在 不 同 程 度 上 实 行 多 元 文 化 主 义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例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官方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英国和德国在处理文化

事务时采用非正式的多元文化主义立场。 多元文化主义产生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去殖民化运动。
在殖民主义理念盛行的时期，以欧洲主体族群或者欧洲移民后裔为主的政府，通常对“他者群体”
实行同化政策，这种同化既针对土著族群，也针对外来欧洲后裔移民③和亚洲移民。 因此，多元文

化主义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殖民时期的种族和族群歧视问题，从这个层面而言，多元文化主义的实施

是一个划时代的重要举措，对曾经的殖民地国家促进多数与少数族群之间的平等起到积极作用。
然而，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化的理念在不同国家实施之时，面临诸多具体问题。 例如，

多元文化主义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遭遇困境。 虽然加拿大政府比澳大利亚政府更加积极地承认

本国土著族群的权利和地位，但是两国却面临共同的挑战：由于这两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多元文化

主义主要针对外来移民，即允许来自不同国家、文化和族群背景的移民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文化。 换

言之，这两国的多元文化主义的问题在于，将本国的土著族群与外来移民放置在同一个政策平台之

上。 以澳大利亚为例，看似平等的多元文化主义并没有解决土著族群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没有解决

土著族群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结果，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广受诟病，成为政府逃避对土著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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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 ｐｐ．９９－１１７．

需要指出，社会契约的理论来源于欧洲中心主义理念。
对于英国殖民地，这里主要指非英国后裔。



承担应有责任的借口。 在澳大利亚，外来移民被统称为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土著人被称为 ａｂ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然
而，作为澳洲主体族群的英国后裔群体在语言表述上却没有任何分类，而统称为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ｓ（澳大

利亚人），尽管英国后裔当中也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等多样认同，但在澳大利亚的

英语分类中，英国后裔的多元身份认同并不体现在“族群”（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的范畴之中，他们是“无
标识”（ｕｎｍａｒｋｅｄ）①的“族群”。 “有标识”对应的是“他者”，而“无标识”对应的是“我族群”。 “我
族群”与“他者”的区别并不仅仅是差异，它更多反映了权力上的不平等，例如在上述澳大利亚的族

群分类当中，无论在殖民时期还是在当下的政府中，占主导地位的英国移民后裔是“无标识”的族

群，而作为“第一民族”（ｆｉｒ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②的土著人却成为“有标识”族群之一。 由此可以看出，澳大利

亚奉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是以“有标识”族群为对象。 这样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英国移民后裔

的既有优越地位和权利没有受到任何质疑，而以这个群体为代表的主流社会对历史遗留问题基本

保持沉默；第二，把土著族群和其他近代外来移民放在同一个分类系统中，在一定程度上为澳大利

亚逃避对土著族群的责任提供了可能性。
新西兰在进入去殖民化时期后也面临同样问题，即如何处理国内的多样性族群关系，包括：欧

洲移民后裔与土著毛利人的关系，新西兰政府与太平洋岛国移民之间的关系，政府、欧洲移民后裔、
毛利人与数量日益增长的亚洲移民之间的关系。 新西兰不同于澳大利亚，它采取的主导策略是二

元文化主义（ｂ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二元文化主义主要针对新西兰国内两大主体族群：毛利人和以英国后

裔为主的欧洲移民。 二元文化主义成为当下新西兰社会的主导政策，有其历史因素。
新西兰于 １９０７ 年独立，但 １８４０ 年签订的《怀唐伊条约》被认定为立国根基，而且该条约的签订

之日也被追认为新西兰的建国日。 虽然《怀唐伊条约》是殖民时代的产物，其中存在诸多不平等，
但是很多毛利人认为，该条约是保持自己的土著居民地位（ ｔｅ ｔａｎｇａｔａ ｗｈｅｎｕａ）、维护群体利益的重

要依据，也可以用来不断提醒欧洲后裔，让他们不忘历史，避免重复殖民时期的欧洲中心主义。 毛

利语中 ｔｅ ｔａｎｇａｔａ ｗｈｅｎｕａ 的意思是新西兰最早的居民，强调主人身份，与之相对，其他后来移民族

群、包括签订条约的欧洲后裔等都是客人身份。③ 在进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怀唐伊条约》逐步

摆脱了不平等协议的阴影，成为新西兰政府用来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有效抓手，也成为毛利人用来

争取群体权利的新的社会契约。

三、社会契约理论与问题

毛利人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并不依赖来自西方社会的契约。 在英国殖民者进入新西兰之前，
各部落由酋长统领。 他们的酋长就是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精神领袖（Ｃｈａｒｉｓｍａｔｉｃ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选

酋长要根据候选人和部落图腾之间的谱系，当选酋长者要有能力证明自己的法力。 在英国殖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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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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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标识”（ｍａｒｋｅｄ）与“无标识”（ｕｎｍａｒｋｅｄ）是从语言学衍生出的概念，在语言学当中，“无标识”指的是母语学习，而”有标识”
则针对外语学习，母语对于学习者而言是自然而然，但外语则是有诸多的不同分类和差异，因此而成为“有标识”。 这个概念延伸到族群

理论当中，就成为我族群是“无标识”民族，而他族群则是“有标识”民族的差别。 关于语言学中“有标识”与“无标识”概念的论述，参见

Ｍａｒｔｉｎ Ｈａｓｐｅｌｍａｎｔｈ，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Ｍａｒｋｅ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ｔｏ Ｒｅｐｌａｃｅ Ｉｔ ｗｉｔ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ｖｏｌ．４２， ｉｓｓｕｅ １， ２００６， ｐｐ．２５－７０．关于这组

概念如何在中国民族话语中运用，请参见纳日碧力戈：《以名辅实和以实正名：中国民族问题的“非问题处理”》，载《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第一民族”主要用于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通常指该地区 ／ 国家历史上最早的人类居住群体。 “第一民族”概念也是这几

个国家的土著族群的语言中对自我群体的称呼。
ＨａｌｅＬｅｖｉｎｅ，“Ｓｔａｔｕｓ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ｏｔｅａｒｏａ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ｉａ， ｖｏｌ．８６， ｉｓｓｕｅ ２， ２０１６，

ｐｐ． １７４－１８５．



进入新西兰之前，毛利部落的酋长制度与英国皇权以及“现代”国家的官僚制度差别迥异。① 由于

毛利人的酋长制度与英国皇室的中央集权制度不对应，签订《怀唐伊条约》时英国皇室与多个毛利

部落的酋长进行了协商。 毛利人为了和英国皇室相对应，于 １８５８ 年（即条约签订后的第 １８ 年）选
出了毛利人自己的“皇室”，并选举产生了第一任毛利国王 Ｐｏｔａｔａｕ Ｔｅ Ｗｈｅｒｏｗｈｅｒｏ。 然而，新产生的

毛利皇室与当时的英国皇室不同，没有对毛利人的实际生活产生直接影响，只是在形式上与英国皇

室相对应，其作用主要是象征性的。 从毛利国王的任选可以看出，毛利人所理解的契约社会是双方

地位对等。
社会契约（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理论对国家建构和族群关系有重要影响。 从 １７—１９ 世纪，社会契约概

念在欧洲广受欢迎，重要的理论代表有法国的卢梭和英国的洛克。 在 １９ 世纪中期以英国为主的对外

扩张殖民体系中，社会契约论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理念之一，它不仅应用于本国境内，还同时被拓

展到处理殖民者与当地土著居民的关系中。 洛克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定程度上都根植于上帝赋予

人权利这个理念，洛克认为，人有上帝赋予的自然状态（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包括生命、食品、对物的所有

权等，但是人也会为索取自己的身外之物而损害他人利益，进而陷入到冲突中，为了避免冲突（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ｗａｒ）和由此导致的生命危险，人需要生活在社会中，而社会需要有法律，但这个社会契约最终是由上

帝赋予的，契约的决策者也是上帝。② 但是在洛克讨论人的自然状态时，他并没有否定人与人之间的

奴役制关系，他认为，奴役的存在并没有剥夺奴隶的生命，也就是说最根本的、人的自然状态仍然是属

于奴隶自己的，他可以用一定代价赎身或离开奴隶主，③ 如果奴役制度超出奴隶所承受的范围，作为

抵抗，奴隶可以选择死亡。 洛克关注社会的演进，讨论了社会如何成为可能，探讨政府的出现最终可

以使人获得上帝赋予的自然状态。 然而这种演进视角的问题是，它对社会的理解基于基督教的神学

理念，基督教理念成为“普遍的”社会标准，在这个标准下，殖民地非基督教地区的社会成为潜在的

“不合法”的“前社会”，而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殖民话语合法化。
卢梭的社会契约理念也始于人的自然状态，卢梭所说的“人的自然状态”与洛克不同，指的是

人生来自由平等。 他的社会契约论要回答的问题是，既然人生来平等，为什么阶级社会中人会有等

级差别？ 这些不平等是如何造成的。 卢梭所说的社会契约不是由上帝赋予的（ ｌａｗ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针对

他所生活的社会现实，卢梭指出现有社会契约的欺骗性，这些契约大多为富有阶层服务，而当这些

契约进入社会体制中运行以后，穷人则必须接受，由此使得社会不公平进一步加深。 针对这样的社

会现实，卢梭提出，应当通过对政治和社会的理性认知来实现人的平等自由，即通过改变社会契约

来实现这一目标。 卢梭提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社区式（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的社会，在这样

的社会当中，个体的人作为公民而存在，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超越个体的自由和权力。④ 也就是说，
社会契约的最终目的在于创建一个基于道德的、共识性的社会政治体（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ａｌ ｐｏｌｉｔｙ）。 卢梭的

社会契约不是建立在某个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而是面对人本身，他指出，一个有效的社会

契约必须是双方都平等获益，即人们能够决定自身的权益。⑤ 卢梭的理念也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
因为其前提假定是人没有阶级、族群、性别之分。 但现实并非如此，特别是在殖民语境中，契约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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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但正如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所言，类似于酋长的卡里斯马领导也会随着殖民主义、全球化等过程而最终进入到资本主义社

会的官僚体制中（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在后者的体制中，酋长逐渐成为阶级阶层的代表，进而有了群体内部制度化的等级之分。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８， ｐｐ．９５６－１２１２．

③　 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ａｎ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ｃｋｅｔ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８０， ｐｐ．４－５５， ４１－４２．
Ｓｕｓａｎ Ｄｕｎ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ｉｐｔｙ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ｐｐ．１－３６．
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双方是殖民者与被殖民群体，这两者之间直接涉及权利、地位、阶级、族群、性别的不平等，因此这样

的契约不可能让双方平等获益。 与洛克类似，卢梭的社会契约也是基于基督教的神学理念模式，即
从伊甸园到人性的坠落再到救赎，按照这个逻辑，卢梭认为通过合理的社会契约，人与社会都会向

更好的、更健康的方向演进，实现救赎。
从洛克与卢梭的理论中可以看到，社会契约理论受到进化论的直接影响，社会契约的一个重要

前提是“社会”按照发展阶段分为两种形式：低级的称为“前社会”（ｐｒｅ⁃ｓｏｃｉｅｔｙ），而高级的则是“社
会”（ｓｏｃｉｅｔｙ）。 这种划分与 １９ 世纪欧洲的现代化话语相配合，“前社会”因此成为“前现代”，而“社
会”则与“现代”相匹配。 １９ 世纪流行的社会契约理念认为，从世袭的社会领导地位（例如酋长）发
展到契约，这个过程是一个社会从低级到高级进步的标志，契约是进入现代社会的标志。 依据这个

理念，在英国对新西兰的殖民历史中，由于现代社会的标准被设定为契约的形式，以毛利人部落和

酋长为组织形式的社会就被划归为前现代的“前社会”。 换句话说，社会契约理念本身就带有欧洲

中心主义的视角，虽然契约的签订理论上本着双方达成共识（ｃｏｎｓｅｎｔ）的愿望，但实际上，处于“前
现代”“前社会”阶段的毛利人是否有能力做出判断，成为社会契约所质疑的关键。

虽然洛克的社会契约基于个体，但问题是，这些个体并不是没有性别差异、社会阶层、教育背

景、族群归属差异的“理想型”个体，因此，自由主义所支持的个人选择自由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性

别、社会阶层等方面的制约并不能实现。 与洛克不同，卢梭的社会契约来源于阶级，因此群体是契

约中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卢梭讨论的群体仍然是没有族群差异、也没有性别差异的群体，他所讨论

的社会也是“自然”设定的父权社会。 因此，社会契约理念带有欧洲中心主义和父权制度的预设。
按照这样的理念，在英国皇室与诸多毛利部落签订《怀唐伊条约》的时候，毛利女性基本被排除在

外，甚至有的毛利部落中德高望重的女性长者被英国皇室拒绝参与条约签订，最终导致这些部落被

排除在契约之外。① 也就是说，社会契约所主张的取得毛利人的共识并没有真正实现。
社会契约理念受到启蒙主义的影响，探讨人的自由平等，这虽然让人作为主体重新回到舞台，

但问题在于，社会契约并不是本着契约双方达成共识、价值中立或者与族群背景无关的平等契约，
相反，社会契约与阶级、族群身份、性别差异等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在殖民语境中，社会契约直接

与殖民者的政治、经济诉求相关联。
在最初的《怀唐伊条约》中，契约双方是毛利人与英国皇室（ｔｈｅ Ｃｒｏｗｎ），然而当 １９０７ 年新西兰

独立建国之后，契约双方的称谓并没有因此改变。 虽然新西兰仍然留在英联邦国家 （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这个形式上的共同体中，英国皇室对新西兰的国内事务不再有直接的管

理权力，但是新西兰的法律、官方语言以及毛利人群体中仍然使用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ｎ 这个概念。 首先，１９０７
年以后，新西兰的殖民主义虽然在形式上有所减弱，但其实质内涵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这种情况

一直延续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因此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ｎ 概念的使用是毛利人对新西兰社会历史延续性的理

解；另外，ｔｈｅ Ｃｒｏｗｎ 已经成为一个象征符号，代表欧洲后裔为主体的政府，虽然从以前的英国皇室

过渡到新西兰政府，但是从毛利人的视角而言，这种过渡并不是两个完全割裂的阶段，而是一种历

史的延续，虽然殖民主义已经成为过去，但毛利人群体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与历史不可分割。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ｎ 的延续使用是毛利人对殖民历史的集体记忆，更加明确了毛利人与欧洲后裔之间建立在契

约之上的族群关系。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在毛利人与政府的不断协商之下，新西兰政府决定取消同化政策，承

认《怀唐伊条约》所代表的毛利人与欧洲移民后裔之间的平等地位，《怀唐伊条约》就此成为当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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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Ｎａｎ Ｓｅｕｆｆｅｒ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Ｃｏｎ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ｓ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ｓｓｕｅ ２， ２０１５， ｐｐ．１－３１．



西兰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① 新西兰族群关系的处理基本遵循了契约精神，而官方对《怀唐伊条

约》的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毛利人与欧洲移民后裔在新西兰相对和谐共生的保证。

四、“新西兰”的本土知识与族群关系

《怀唐伊条约》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它连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体系和历史记忆，促成了欧洲

后裔和毛利人的共识。 “新西兰”译自英语，浓缩了 １７ 世纪欧洲航海探险发现的历史。 和北美洲

的发现一样，新西兰是欧洲资本主义殖民扩张、航海发现时期的一个典型。 １６４２ 年，荷兰的航海家

塔斯曼（Ａｂｅｌ Ｔａｓｍａｎ）在对南太平地区的航海探险中“发现”了新西兰，由于新西兰是岛屿和半岛组

成，很像荷兰的 Ｚｅｅｌａｎｄ 省，因此塔斯曼将其命名为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即英语中的新西兰。
然而在毛利语当中，“新西兰”是 Ａｏｔｅａｒｏａ，意为“一朵长而白的云”。 Ａｏｔｅａｒｏａ 来源于毛利人历

史悠久的口头传说之一，讲的是毛利人的祖先 Ｋｕｐｅ 划着 ｗａｋａ（木头制作用来航海的舟）在大海中

航行，发现了这片土地，后来 Ｋｕｐｅ 带着同伴，靠着对星辰知识的了解、通过天象的指引再次历经风

险登上了这片土地，由于“新西兰”的形状仿佛一片长而白的云，就此命名为 Ａｏｔｅａｒｏａ。 关于新西兰

的地理构成，在英语中新西兰由北岛（Ｎｏｒｔｈ Ｉｓｌａｎｄ）和南岛（Ｓｏｕｔｈ Ｉｓｌａｎｄ）两大部分组成，这个区分

是根据现代地理科学而界定，与两个岛的位置与地质年代等直接相关。 而在毛利神话中，一位名为

Ｍａｕｉ 的神和他的兄弟们在船（ｗａｋａ）上钓鱼，这个船就是南岛，他们钓上一条很大的鱼，这条鱼就是

北岛，因此在毛利语中北岛叫做“Ｍａｕｉ 的鱼”（Ｔｅ Ｉｋａ⁃ａ⁃Ｍａｕｉ）。② 如果按照列维－斯特劳斯对图腾的

理解，这个神话说的不仅仅是一种象征，而是反映了毛利人的祖先如何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相处（渔
猎）———这个实际存在的关系。③ 毛利人与欧洲移民所认识的新西兰是基于两种差别很大的知识

体系，对毛利人而言，新西兰（Ａｏｔｅａｒｏａ）是每个人和祖先相互关联的地方，毛利人将自己的宗族系

统称为 ｐａｐａ（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英文 ／ ｗｈａｋａｐａｐａ 毛利语）。④ 这个词的本义是大地母亲神，也就是说，所有

的毛利人都是从新西兰（Ａｏｔｅａｒｏａ）这片土地出生。 正如萨林斯所指出，毛利人的“我”不是个体的

我（Ｉ），而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作为个人与群体、人与土地之间的“亲属关系中的我”（ｋｉｎｓｈｉｐ
Ｉ）。⑤ 然而 １９ 世纪的英国殖民者有着截然不同的视角，土地和资源已然从“亲属关系”以及神圣性

中脱离，而成为资本主义物化和商品化的对象，土地和资源成为拓展资本主义市场的主要方式。 资

本主义经济扩张最终将社会与自然对立了起来。
然而，这两种截然不同甚至在历史上有所冲突的观点并非完全不可调和，在当代的新西兰社

会，英国移民后裔和毛利人族群关系的协商具有理论基础，即毛利人的本土观念———对于“亲属关

系”（ｋｉｎｓｈｉｐ）的理解。 毛利人所说的亲属关系，并不仅限于家庭、血缘关系的亲属，而是萨林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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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ｕｒｅｅｎ Ｈｉｃｋｅｙ，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ｒｏｗｎ Ａｐ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Ｗａｉｔａｎｇｉ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ｉｓｓｕｅ １３， ２００６， ｐｐ．１０８－１２４．

也有另外的版本认为，如果按照毛利人从波利尼西亚向南航行最终抵达新西兰的说法，毛利人的祖先先到达了北岛，北岛象征

着一条船，然后“钓到”了南岛，南岛是一条“鱼”。 这个版本多数为欧洲后裔所接受，因为更符合毛利人祖先从波利尼西亚自北向南划行

的逻辑顺序，但很多毛利人认为两种传说都有可能性。
列维－斯特劳斯在《图腾制度》一书中指出，作为信仰的图腾其实并不存在，图腾不仅仅是象征符号，而的确反映了具体存在的

实在关系，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请参看 Ｃｌａｕｄｅ Ｌé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 Ｔｏｔｅｍｉｓｍ，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Ｒｏｄｎｅｙ Ｎｅｅｄｈａ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ｒｌｉ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２，
ｐｐ．８７－８９．

新西兰国家博物馆的名称为 Ｔｅ Ｐａｐａ，其意思就是从祖先到现在的一个“宗族系统”，因此也是毛利人视角下的历史的概念。 然

而，毛利人概念中的这个“宗族”，不是局限于家庭为单位的亲属关系，而是从毛利人的视角出发的个人与群体、个人与自然、族群与族群

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就是萨林斯所说的“互为存在” （ｍｕｔ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ｉｎｇ） ．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Ｓａｈｌｉｎｓ，“Ｗｈａｔ Ｋｉｎｓｈｉｐ Ｉｓ⁃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ｉｎ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Ｓａｈｌｉｎｓ， Ｗｈａｔ Ｋｉｎｓｈｉｐ Ｉｓ ａｎｄ Ｉｓ Ｎｏｔ，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ｐｐ．１－６１．



指出的“互为存在”（ｍｕｔ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ｉｎｇ）。 回到毛利人概念的 ｐａｐａ，萨林斯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

题，①即通过与土著族群分享共同的土地、资源、饮食等，外来移民群体也开始具有毛利人的“部分”
（ｐａｒｔ），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移民群体与毛利人逐渐建立起“亲属关系”，而成为被接纳的、具有亲

属关系的本土人。 也就是说，当代新西兰社会建立在尊重毛利人土著居民地位的基础上，使用毛利

人对“亲属关系”的理解，促成两大主体族群之间互为存在的共生关系。 比如在新西兰旅游局的官

方网站上，对于新西兰及其族群关系的表述如下：

北岛是新西兰的开始，这里是毛利人的祖先 Ｋｕｐｅ 划着船最早到达的地方，随后 Ｋｕｐｅ
带领着一行人划着传说中著名的船，名叫 Ｎｇａｔｏｋｉｍａｔａｗｈａｏｒｕａ，抵达新西兰…… 现在

Ｎｇａｔｏｋｉｍａｔａｗｈａｏｒｕａ 的复制品停泊在当年毛利酋长和英国皇室所签订的《怀唐伊条约》旧

址附近。 这艘船象征着不畏风险、勇往直前而最早抵达新西兰的两个族群（毛利人和欧

洲后裔），在今天，这艘船象征着两个族群共同合作、彼此尊重的旅程。②

这段表述表明，毛利人与欧洲移民后裔之间彼此独立的历史有了关联，而这个关联建立在毛利

人的传说，神圣的 Ｎｇａｔｏｋｉｍａｔａｗｈａｏｒｕａ 船上。 这艘船成为两个族群的共同象征，首先，无论是根据传

说还是欧洲探险者的航行日记记载，毛利人与欧洲移民后裔都是从海上航行而来。 当欧洲移民后

裔登上新西兰的土地，就开始与毛利人建立契约关系，这也是 Ｎｇａｔｏｋｉｍａｔａｗｈａｏｒｕａ 停泊在《怀唐伊

条约》旧址的意义所在，通过承认和尊重毛利人作为土著族群的地位，两个群体继而可以同舟共

济。 《怀唐伊条约》成为毛利人和欧洲移民后裔之间的重要历史对接点，以史为鉴，在新的族群关

系建构中，《怀唐伊条约》开始强调契约双方的对等，尊重毛利人的土著地位。
毛利人与欧洲后裔对新西兰这片土地有不同的记忆和不同的解释，对于土著族群毛利人而言，

新西兰既是祖先的土地，也是他们与外来族群、文化相碰撞的地方。③ 在新西兰的欧洲后裔被称作

Ｐａｋｅｈａ，这个名称来源于毛利语。 新西兰的欧洲后裔也通常自称为 Ｐａｋｅｈａ，④因为 Ｍａｏｒｉ 和 Ｐａｋｅｈａ
是新西兰社会中相对应的族群身份，当欧洲后裔个体使用 Ｐａｋｅｈａ 身份认同时，多数情况下同时指向

人们对毛利土著地位的承认。 当然，Ｐａｋｅｈａ 这个身份也受到一些新西兰欧洲后裔的质疑，一些人认为

Ｐａｋｅｈａ 是来自毛利人的蔑称，因此他们更乐意称自己为“新西兰人”（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ｅｒｓ ／ Ｋｉｗｉ）。 也有毛

利人认为，Ｐａｋｅｈａ 并没有蔑称的意思，它只是相对于毛利人的一个身份，在一定程度上 Ｐａｋｅｈａ 可以理

解为“外来移民”，因此有时候其他的外来移民，比如亚洲移民，也可以被称为 Ｐａｋｅｈａ。
Ｐａｋｅｈａ 身份从新西兰的欧洲后裔拓展到亚洲移民群体并不是简单的概念延伸，而是反映出毛

利人对新西兰社会的重新思考，即在不断变动的社会中维护作为土著居民的权益。 Ｐａｋｅｈａ 的概念

拓展也体现出逐渐多元的新西兰社会中，毛利人与欧洲移民后裔之间的族群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

毛利人与其他移民族群的关系。 这个过程反映了毛利人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判接纳，也是新西兰

社会最终走向二元文化主义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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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这里讨论毛利人视角下 Ｐａｋｅｈａ 概念，然而欧洲后裔移民（特别是英国移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 Ｐａｋｅｈａ 身份的历史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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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元文化主义在新西兰的发展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毛利人要求尊重《怀唐伊条约》的诉求最终得到了新西兰政府的重视。
新西兰政府在多种社会因素影响之下决定放弃同化政策，这些因素包括国际上反殖民主义浪潮、新
西兰国内欧洲移民后裔对毛利人的广泛接纳，①以及其他少数族群与新西兰主体族群之间的通婚

等。② 但是推动政府放弃同化政策的最重要动力来源于毛利人自 １９６０ 年以来的抗争与协商，当然

这也与新西兰国内同时期的族群人口变化有一定关联。 二战之后（１９６０—１９７５ 年），新西兰有来自

太平洋岛国的移民约 ６ 万人，在 １９７５—１９９５ 年的二十年当中，这个人口数字还在飞速增长，根据

２００６ 年的新西兰人口普查数据，来自太平洋岛国的人口已经有大约 ２７ 万，占总人口比例的 ６．
６％，③而毛利人占总人口的 １４％。 从两个数字的比较上可以看到，来自太平洋岛国的移民人口占

相当比例。 太平洋地区的移民大多数与毛利人有族群亲缘关系，包括来自萨摩亚、瓦努瓦图、斐济、
巴布亚新几内亚等邻近岛国的居民，这些移民被统称为 Ｐａｓｉｆｉｋａ，或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ｅｒｓ（太平洋岛国

人）。 二战后新西兰国内工业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直接促使新西兰政府从周边太平洋岛国

大量引进劳动力型移民（ｌａｂｏｕｒ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太平洋岛国移民与毛利人在争取平等的社会经济地位

等方面有诸多共同点，同时，对于土地与土著居民的紧密关联，他们与毛利人有着基本一致的理解。
因此，这部分移民的加入，对毛利人争取平等地位、协调与欧洲后裔移民的关系有重要的作用。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国际话语中，阶级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而多数毛利人与太平洋岛国移民一

样，处于新西兰社会的中下层，属于工人阶级。 在这一历史时期，毛利人对于土著地位的争取与工

人阶级的利益和社会地位直接相关，因此，毛利人的权力运动不仅得到太平洋岛国移民的大力支

持，同时也受到很多来自工人阶级的欧洲后裔移民的欢迎。 在土著族群地位和工人阶级利益的双

重话语下，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毛利人提出，用“一个国家两个人民”（ｔｗｏ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ｉｎ ｏｎ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概念

取代 １８４０ 年以来新西兰政府一直秉承的“我们现在是同一个人民”（ｗｅ ａｒｅ ａｌｌ ｏｎ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ｎｏｗ）的同

化政策。
与此同时，毛利人也意识到来自太平洋岛国族群的内部多元性，因此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毛利

人主张并推动多元文化主义潮流。 在新西兰政府层面，１９７０ 开始随着工党的改革，政府必须要直

面国内的族群问题以及国际趋势。 工党领导的政府在政策层面正式放弃同化，从这个时期起，新西

兰政府对待少数族群基本采纳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方式。 １９７５ 年的新西兰国内族群关系调查结果

显示，多数民众认为新西兰是一个包含多个少数族群在内的多元文化国家。 在这一时期，毛利人对

多元文化与二元文化的理解基本等同，并没有强调这两者的区分。 直到 ７０ 年代末期，多元文化主

义基本是新西兰官方的主要关注点，二元文化主义尚未提上日程。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开始，人们开始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与此同时，新西兰政府的政策也

由提升经济水平逐渐转向文化保护。 在这个转向中，毛利人逐渐意识到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旗帜下，
新西兰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逃避《怀唐伊条约》中所规定的对毛利人权力的尊重和维护。 毛利人开

始反思多元文化主义对维护自身权益的价值。 一些毛利人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在新西兰的实施不

仅忽略了《怀唐伊条约》，同时也不符合新西兰的文化和社会现状，因为新西兰是一个以毛利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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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移民后裔为基石构成的契约社会，并不是多个族群之间的契约。 他们认为《怀唐伊条约》的实

质是土著毛利人与新西兰政府（ｔｈｅ Ｃｒｏｗｎ）之间的权力共享，由于《怀唐伊条约》是新西兰约定俗成

的宪法，任何以法律形式试图将其他族群的权利与条约中的毛利族群相等同，都会被认为是违背宪

法的行为。① 由此，毛利人与其他族群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虽然和以往一样，毛利人

一贯支持太平洋岛国移民群体的利益，但他们逐渐将这种支持视为自己在新西兰社会中获取经济

政治自治权力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多元文化主义框架之下的族群关系。 毛利人提出“如果（毛利人

与欧洲移民后裔之间的）二元文化主义都不能实现，何谈多元文化主义”的质疑。
在 １９８４ 年，毛利人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质疑由于工党政府的当选而得到大力支持，例如工党

政府立法允许《怀唐伊条约》调解法庭（Ｗａｉｔａｎｇｉ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接受上溯到 １８４０ 年时期的历史遗留问

题，用以调解毛利人与欧洲后裔以及政府（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ｎ）之间的关系。 在工党的支持下，毛利人的土

著居民地位与权力重新得到肯定，也是在这样的对话中，毛利人和支持他们的欧洲移民后裔普遍认

为，新西兰应当走向二元文化主义道路。 越来越多的政治家以及媒体也认为，新西兰执行二元文化

主义有助于避免政府（ｔｈｅ Ｃｒｏｗｎ）走向“分而治之”的殖民老路。 换句话说，新西兰政府的首要任务

是处理好毛利人与欧洲后裔这两大主体族群之间的关系，而后再继续讨论与其他族群的关系如何

处理。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新西兰政府（ｔｈｅ Ｃｒｏｗｎ）正式接受了“《怀唐伊条约》是有关一个国家的

两个人民”的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了与毛利部落的合作关系，包括如何正确应对历史遗留问

题。 但一个主要的缺陷是，一旦执政党换届，这种承认与合作关系就不一定得到保障，以至于 ２００８
年的新西兰大选前，毛利党要求其支持新一届国家党上台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后者必须尊重并奉行

《怀唐伊条约》中对毛利人权益和地位的承认。

六、结 语

近现代新西兰（Ａｏｔｅａｏｒａ ／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社会的基础建立在 １８４０ 年的《怀唐伊条约》之上，虽然

新西兰独立建国的时间是 １９０７ 年，但该条约被认定为立国之本，并持续在当下的新西兰社会中发

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针对处理土著族群与欧洲移民后裔之间的关系。 《怀唐伊条约》是 １９ 世纪

欧洲社会契约政治理念在新西兰的实践，虽然社会契约理论强调签约双方的互惠、共识与共赢，但
社会契约理论在新西兰的实践根植于殖民话语、欧洲中心主义和父权理念，在这样的权力话语中，
土著族群毛利人成为被引领进入“现代”社会的人。 因此，在殖民主义理念盛行的时期，毛利人与

欧洲移民后裔族群之间只存在表面的契约，而实质上是不平等的族群关系。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怀唐伊条约》从殖民主义条约逐渐转变为欧洲后裔与毛利人地位对

等、互相尊重的象征。 这一转变与毛利人不断与新西兰各政党、政府之间的协商与权力的争取有直

接关联。 虽然《怀唐伊条约》存在问题，但毛利人通过创造性地使用 １９ 世纪流传下来的社会契约

理论，扬长避短，强调互惠与共识作为契约精神的核心。 毛利群体的主动参与，使得《怀唐伊条约》
成为维系土著族群与新西兰政府（ｔｈｅ Ｃｒｏｗｎ）关系的重要凭据，因而也成为毛利人与欧洲后裔群体

互相尊重、互守尊严的共识话语。
《怀唐伊条约》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奠定了当下新西兰的族群关系基础，也是新西兰推行二元

文化主义的理论根源。 二元文化主义本身并不完美，虽然它让土著居民的权力得以协商和保证，但
与此同时，二元文化主义也潜在地把毛利人视为内部单一的整体，毛利族群内部的性别、阶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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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关系的协商

① Ｊｏｈｎ Ｌｏｗｅ，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ｅｒ⁃Ａｓｉ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１６， ｉｓｓｕｅ ４， ２０１５， ｐ．４９６．



代际差别等多样元素都被忽视，好像毛利人权力的斗争不存在内部阶级差异。 二元文化主义掩盖

了毛利族群内部的工人阶级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所带来的问题，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受益者是毛

利群体内部的部落资本主义和私有企业经营者。① 二元文化主义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实施方面缺乏

有效性，它忽略了毛利社会组织中重要的决策机构 ｉｗｉ（部落 ／家族）和 ｈａｐｕ（部落分支）的作用，而
通过其他的法律形式实施，这些法律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二元文化主义的第三个主要问题是，
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讨论了新西兰土著族群的问题，但是却将其他族群排除在新西兰的政治领域

之外，包括来自亚洲、南美洲等地的移民，这些族群的利益时常处在真空状态。
虽然二元文化主义并不完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并非新西兰的民意所向，人们普遍认为，邻国

澳大利亚所主张的多元文化主义是失败的尝试，主要原因在于多元文化主义并没有惠及澳洲的土

著族群，甚至使得这些群体更加边缘化。 另外，新西兰多数民众认为欧洲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也存

在歧视等多种问题，比如英、法模式都最终导致本土穆斯林族群的边缘化，甚至极端主义的产生。
虽然新西兰的族群关系并不完美，但是二元文化主义强调对土著居民地位的尊重、维护主体族群之

间的协商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主体族群与其他族群之间的互相尊重。 这一系列理念最终促使

“新西兰人”成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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